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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與政治參與」結案報告（精簡版）

前言

承蒙此次國科會的資助，使筆者能在無憂研究資源供給的情形下，順利完成研

究，此次研究題目為「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與政治參與」，由於此題目延伸筆者博士

論文之主軸，可以說應用美國的模型在台灣情形身上，一開始發現在詮釋上有一些

崎嶇，譬如台灣人也不見得全然集體主義，美國人也不見得全然個人主義，因此在

文獻探討的過程中，遂尋求「華人本土心裡學」的文獻養分，以楊國樞、黃光國與

楊中芳教授主編的華人本土心裡學一書為綱（2009），發現原來台灣心裡學界，早

已拼湊出華人心裡學的面向，有豐碩成果。

另方面，畢竟筆者為政治學者之一，因此將華人本土心裡學的理論，植入台灣

的政治學領域，並在領域中進行對話，至為重要，因此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發現國

內外政治學界對於「華人本土心裡學」的對應，主要是交叉網絡的研究，也就是人

際間因政治立場不同所產生的「交叉壓力」，與此交叉壓力產生的政治不參與之後

果。但是交叉壓力屬於哥倫比亞學派的社會學變項，然而華人本土心裡學中延伸出

來的變項，與密西根學派的政治心理學變項較近，因此筆者提出一個｢衝突避免｣的

觀念，同樣也用來預測政治不參與。

筆者運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資料（簡稱 TEDS）1（較不具因果性，但較具

母體代表性），發現並不是所有種類的政治參與，都受到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因素的

影響，個人為之的政治參與如投票，因不涉及人際互動，較不受這兩個因素的影響；

社會互動式的政治參與，如拉票、政治討論，則較受影響。

另一個重點是，與誰一同參與政治也有關係，與過去研究發現不同的是，個體

受家人不同意見的影響最小，但受朋友的影響最大，與鄰居與同事政治立場的不同，

幾乎不受衝突避免的影響，只是若政治立場不同（交叉壓力），道不同不相為謀，不

進行政治討論而已。

如此研究成果僅是一個開端，筆者在將來的計畫中，對於更廣泛的政治參與種

類做檢證，也將繼續發掘「衝突避免」與「交叉壓力」的不同測量方式，來做更系

統性的理論建構與檢證。

研究目的

此計畫的研究目的，經由一年來的沈澱、嘗試與精鍊之後，為明確的一個方向：

1此外，關於此計畫，筆者還運用了東海大學大二學生總計四個班級的實驗法（較不具全國母體代表性，但具因
果性），做公益感與政治參與關聯性研究，由於實驗仍在進形中，所以先不在此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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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華人本土心裡學中有關於驅動「政治不參與」的元素，與政治學中「交叉壓力與

衝突避免」的元素做連結，並運用台灣資料做檢證，對照是否與國外的研究結果不

一致？或者也能夠運用在台灣的情形上？並奠基於台灣文獻，具體理論化關於台灣

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的論述。

文獻探討

由於精簡報告的關係，限於篇幅，文獻探討的部分，在稍後所附上的投稿文章「衝突

避免、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台灣政治學刊，修改後再審）中一併介紹。

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主要採取量化的研究方法，計有「實驗法」與「問卷調查法」。實驗法的部

分，主要測試華人本土心理學所建議的｢華人公益感｣與政治參與關聯性，儘管尚未

得到系統性結論，但由於筆者所用的方法論創新，因此在此做方法論的介紹。由於

政治參與關乎公眾利益，因此公益感高的同學，理當政治參與的程度也會高，方法

如下：

測試三班大學二年級的學生，約200～300 位學生，兩班控制為同一個科系，

最後一班為完全不同科系的大二生，接著建立課堂固定座位表，在課堂前由助

理在每一個學生桌上放一盤切好，尺寸一樣大小的蛋糕（下課後不易攜帶走），

且附一杯紙杯裝的無糖綠茶（同樣下課後不易攜帶走），然後由申請者告知同學

這是期末「老師請客，感謝同學一學期來的配合」。

接著正常上課，下課前十分鐘由申請者表示有事要先行離開（為避免影響同學

處置食用後蛋糕盤子與空杯的自由意志），下課鐘響後，在沒有人提示垃圾要帶

走的情形下，由五個安排好的助理觀察「個別同學是否將盤子與空瓶遺留在桌

上」？「盤子與空瓶皆丟至垃圾桶」？「盤子或空瓶丟至垃圾桶」？「交給別

人丟棄」？「幫別人丟棄」？「督促別人丟棄」？越是接近兩樣垃圾皆丟棄至

垃圾桶，在事後的公益感編碼上分數越高，幫別人丟棄甚至督促別人丟者，也

都可以拿到編碼上的加分，甚至由於蛋糕黏濕不易處置，在課堂進行間難保不

會有同學打翻，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觀察打翻者的處置情形與四周同學是否挺身

相助，協助善後？

教室屬於「公界」，環境整潔需同學們共同維護，預估一些同學會在這個公界環

境中當中，因為需要丟蛋糕與空杯的刺激，反應出為搭便車的行為（freeriders），
或者有些同學因為同樣刺激，反映出維護公界資源的行為，總之實驗法情境產

生非常真實的人類反應，最後，靜待兩週過後當同學們淡忘掉了「吃蛋糕配綠

茶」的記憶後，申請者再發送「核心問題群」的問卷，隨即完成實驗程序，編

碼後即可進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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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問卷的部分，採用TEDS在多年份的問題，找到有關於交叉壓力、衝突避

免與各種政治參與種類的題目，盡可能進行合併資料分析，極大化樣本數，也避

免落於某些特定年份所產生以偏蓋全結論的可能。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研究成果的部分，目前計有三篇文章產出，第一篇為與劉正山教授合寫的英文文章”
Network Heterogeneity, Partisan Defection, and Voter Turnout: Examine Theory with
Empirical Data from Taiwan”，已在匿名審查的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October, 2011): Vol. 2, No. 19 刊登。

另一篇為報告附件「衝突避免、交叉壓力與政治不行動」，目前正在台灣政治學刊修

改後再審當中，相信很快能有佳音。第三篇為即將投稿之文章「衝突避免、交叉壓力與

社會資本」，也在緊鑼密鼓進行當中，關於具體的發現與結論部分，也在附件文章中一併

交代。

整體而言，此次國科會計畫補助，提供研究助理協助，不管在報帳、跑統計，處理庶

務部分，都幫筆者分憂解勞不少，也讓筆者能夠專心一致在研究事務之上，甚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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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避免、交叉壓力與政治不行動

Conflict avoidance, Cross-cutting exposure and political abstention

邱師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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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避免、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

Conflict Avoidance, Cross-cutting exposure and political inactivity

摘要

Abstract
西方關於交叉壓力導致「政治不參與」的研究頗多，近年來國內以美國模型為依據，

引進交叉壓力論述並進行經驗測試的研究也有一些，本文整合中外有關交叉壓力的

假設，並進行經驗檢證。本文統稱政治不參與的各種行為，為「政治不活動」。問

題意識為，是否交叉壓力導致政治不活動？是否特殊性質的政治參與特別容易受到

交叉壓力的影響？是否社會學派變項的交叉壓力，能夠有一社會心理學派的對照變

項，也就是衝突避免呢？是否衝突避免也同樣具有導致政治不活動的效果？與不同

對象─家人、朋友、鄰居與同事─因政治立場不同所產生的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

是否在導致政治不活動的結果上有所不同？本文運用台灣民主與選舉化調查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獨立樣本），發現與朋友所產生的交叉壓力，會導致延

遲投票與避免拉票，比起與家人、鄰居、同事所產生的交叉壓力更具預測政治不活

動的效果。衝突避免的傾向，比較能夠詮釋與鄰居與同事避免討論政治，但卻與家

人、鄰居避免討論政治，不具統計上的關連性，可能是由於與家人太熟，與鄰居太

陌生，而感覺不到與他們之間會有出現衝突的問題，本文進一步解析與不同對象產

生交叉網絡與衝突避免的細部情形。

關鍵詞：交叉壓力、衝突避免、政治參與

Keywords: cross-cutting pressure, conflict avoidan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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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避免、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

Conflict Avoidance, Cross-cutting exposure and political inactivity

壹、前言
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沒有民眾在政治系統輸入他們的支持與反對，政府容易獨裁(Tocqueville 1830)，但

有很多因素阻礙民眾的政治參與，從密西根學派的觀點來看，心理因素與政黨認同預測投票行為與廣泛的政治參與

(Campbell, Augus, Philip Converse, Warren Miller and Donald Stokers, 1960；Fiorina,1981；Bartels,2000)，若選民心中對政

治參與缺乏興趣，或者對政治感到反感，則不會選擇去參與。

從更早期、興起於 1940 年代的哥倫比亞學派來看，個人所身處的政治脈絡驅動人們去參與政治 (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68; Agnew 1994; Carmines and Huckfeldt 1996)，哥大學派從社會學出發，主張周遭環境激勵政治

參與，同理，周遭環境也有可能抑制政治參與，尤其當家人、朋友、鄰居與同事與個人政治立場歧異時，彼此之間所

產生的衝突，導致個人延遲投票決定(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44, 60)；避免衝突的心態也使人不去參與抗議、

競選造勢，與政治討論(Ulbig and Funk, 1999, 275)；廣泛來說，一般民眾對於充滿衝突的政治議題，顯得立場搖擺(Mutz

2002)、態度冷漠以及興趣缺缺(Hovland et al., 1953, 283)。也有研究發現，居民充滿歧異政治意見的社區，比起居民分

享均質性政治意見的社區，有較低的社區事務參與率（Alesina and Laferrara 2000; Campbell 2004, Costa and Kahn 2003）

人際之間對於政治意見與立場的歧異與紛雜程度，或者個人身處一個周遭政治立場與政治意見不一致的環境，對

於這種情形，西方學界稱之為｢交叉壓力｣(cross-cutting pressure)或者｢交叉網絡｣(cross-cutting network) (Simmel,1955;

Popkin,1965; Hope,1975; Horan 1971; Jackson and Curtis 1972; Davis 1982; Knoke 1990; Mutz 2002a; 2002b)，國內學界也

有人稱其為｢人際網絡異質性｣(network heterogeneity) (Liu and Chiu, 2011)。吳重禮、鄭文智和崔曉倩(2006:600)具體描述

交叉網絡的特性：個體與所處團體構成一張社會網絡，當此個體處於這個｢矛盾、對立、衝突的社會網絡之下｣，個體

傾向不參與政治，這種不參與，源於個體顧慮自己政治立場太突兀，為避免衝突、顧慮群體和諧而選擇不參與。

進一步細究，其實｢衝突避免｣與｢交叉壓力｣緊密相關，分別代表社會心理學的密西根學派論述，與代表社會學的

哥大學派論述2，衝突避免代表個體內心的、主觀的一種認知與傾向；交叉壓力則代表個體周圍的、客觀的一種政治立

場紛雜的狀態，兩者理論上都與政治參與成反比關係，即民眾選擇｢不去｣參與政治，在本文以｢政治不活動｣(political

inactivity)統稱之，此一辭彙由 Verba 等人在討論民眾不去參與政治活動時所提出(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

127)。

本文運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or TEDS)2008 年立委選舉資料，接續

政治參與文獻中，很重要卻常常不易產生重大(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 127)，或者不易產生一致性發現的研究

面向：導致公民政治不活動的因素有哪些？經文獻探討，筆者假設公民因害怕衝突、追求和諧而選擇政治不活動，然

而有些研究者無法釐清哪些政治參與種類，容易因為衝突本質而不受公民青睞 (Kenny 1992; Leighley 1990; Mutz

2002)？因此筆者進一步釐清各種政治參與活動是否具有衝突本質，與政治不活動之間的關係為何？一連串的研究問題

有：為什麼有些公民選擇不去政治參與？公民最容易「放棄」參與哪一些類型的政治活動？害怕政治參與過程中所產

生的「人際衝突」，是不是容易使人放棄參與？是不是所有政治活動都富含這種使人遠離的衝突元素？

2 詮釋政治參與的另一大學派為理性抉擇模式，由於不在本文重點，因此不予討論，相關文獻請見 Key, V.O Jr. 1964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Downs, Anthony, 1957,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Rational Abstention” Ch14 of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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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外文獻
以哥倫比亞大學學派出發，主張交叉壓力抑制選民政治參與的研究，在 1960 與 1970 年代僅找到有限的佐證資料，

例如 Pool, Abslson 與 Popkin(1965)研究 1960 年的總統大選，無法得出｢交叉壓力抑制投票｣的結論，然而，這些早期研

究發現交叉壓力極有限的影響力，可能是因為都把選民在特定社會類別中的成員身分(譬如基督教徒、中產階級)，當作

是身處交叉網絡的狀態了(類似批評請見 Horan, 1971；Mutz 2002)。1970 年代關於交叉壓力的研究仍然困頓，甚至有研

究發現「交叉壓力導致政治參與」的相反發現(Knoke 1990，有詳盡的文獻回顧)，不過有可能是因為當時判定「是否有

交叉壓力的存在」，係由研究者就受訪者所在社會類別中，認定是否受到同儕間交叉壓力？恐怕流於主觀（見 Mutz 批

評, 2002, 839）。

近幾年，全國性的民調問題已納進由受訪者自己列舉是否感受到交叉壓力的「直接測量」，於是一些研究陸續發

現交叉壓力的存在，的確與政治參與成反比（Ulbig and Funk 1999; Mutz 2002），然而研究者更關心哪一些特定的政治

參與活動， 特別容易受到交叉網絡的影響，這與該活動是否涉及人際互動？是否引起歧異意見（opinion disagreement）

等因素？息息相關，這些因素容易造成衝突，使意圖參與者最後退避三舍。

Huckfeldt（1979）與 Giles 和 Dantico（1982）發現參與者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會影響具社會互動性質的

政治參與，例如「助選造勢」與「與人合作向政府請願」，這是由於社會脈絡提供參與者參與的依循路徑，所以能導引

民眾去涉入人際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但若政治參與由單獨個體為之，例如投票、捐款給候選人，則個體從事這些活

動時，不受社會脈絡中隱含「應該怎樣參與」的暗示影響（Zipp and Smith, 1979），據此，Leighley(1990, 467)運用 1970

與 1976 年的美國國家選舉調查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再次檢證這種社會互動 vs.個人單獨為之的政

治參與的分野，意外發現政治討論者彼此之間的政治衝突（conflict），反而導致投票行為、接觸政治人物，與替候選人

助選，統計關聯性的方向不但與一般預測交叉壓力的方向相反，Leighley 的研究也沒有找到社會互動性政治參與 vs.個

人性政治參與，與交叉壓力之間的特定關係。

Ulbig 與 Funk（1999,269）重新整理社會互動 vs.個人單獨政治參與之分類，將政治參與分類為公共的（多衝突）對

上私人的（少衝突）；特殊利益的（particularistic，少衝突）對上更廣泛的（far–reaching，多衝突）的參與，這裡分類

的核心元素其實就是「衝突」，「抗議」的衝突性最強，「助選」與「討論政治」居中，「投票」由於其秘密投票性質最

不具衝突性，與「接觸官員」同樣具有溫和的性質。結果發現（Ulbig 與 Funk, 1999,275）越傾向避免衝突的人，越不

會參與抗議、參加助選與討論政治；而投票與接觸官員則在統計上與避免衝突沒有任何關聯性，與交叉網絡與社會互

動性政治參與的假設關聯方向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Ulbig 與 Funk 對於衝突避免的測量，只由一個題目構成：其中一端是「受訪者避免進行政治討論，

因為政治討論的經驗可能使受訪者感到不愉快」，另一端則是「即使有可能導致言詞上的爭鋒相對，受訪者仍舊喜歡討

論政治」，這樣的測量，與受訪者感受到3與旁人政治立場不一致之「交叉網絡」的測量（社會學、外在環境式的）差

異頗大，反而比較接近密西根學派社會心理學式的測量，也就是受訪者內在對於人際衝突應該要避免的認知。

Mutz 的交叉網絡研究(2002)，結合外在人際網絡政治意見的不一致，與內在個體避免衝突傾向的元素，再來預測

「政治不活動」，Mutz 先在理論層次建構兩個與社會心理學緊密相關的架構，第一個是「政治兩難」（political

ambivalence），指若個體身處一個無法與自己政治意見相符合的環境中，這時候個體內心產生掙扎，原本的政治傾向開

始動搖，也變的不確定，政治兩難與缺乏政治態度是不同的（見 Alvarez 與 Brehm 1995, 1997），前者是政治意見的立

3 儘管受訪者感受到與旁人政治立場不同，不必然反應彼此之間實際的政治歧異，但國內外的民調多是用「受訪者自
己來評估」進行測量；此外，受訪者自己評估所產生的認知，終究是會不會阻礙政治參與的關鍵因素？換言之，假設
一個受訪者「實際上」與旁人的政治立場完全一致，但只要這位受訪者感受到自己與旁人不同，不管是怎樣的原因造
成這樣的落差，仍舊是社會脈絡給這位受訪者最終的衝擊與印象，進而影響其是否參與政治的決定。因此由受訪者自
己來評估是身處交叉壓力中，有其測量上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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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受到干擾，後者是原本就沒有想法。個體面臨內心政治兩難的情形下，參與政治的可能性自然降低。

第二種是社會責任說(social accountability)，社會責任說的核心概念為和諧觀，當個體面臨到紛雜政治意見時，社

會責任不是讓個體難以決定該採取誰的立場？而是採用任一方的立場，恐怕會對另一方沒有辦法交代，難免破壞｢社會

和諧｣(social harmony, Mutz, 2002, 840)，所以 Mutz 用「衝突避免」（conflict avoidance）來測量這種顧及社會和諧的個

體傾向。

在模型建構階段，Mutz 同時納入交叉網絡4，與兩個社會心理學變項「政治兩難」與「衝突避免」，結果發現「交

叉網絡」與「政治兩難」與「單獨進行性質」的投票產生統計上的關連性，身處交叉網絡與具有政治兩難傾向的受訪

者，在 1992 年總統大選中傾向投票棄權，同時也延遲投票決定。「政治兩難」與「衝突避免」同時還詮釋受訪者不參

與衝突性強的種類如抗議。

也就是說 Huckfeldt（1979）與 Giles 和 Dantico（1982）對於政治參與種類的分野，在 Mutz 的研究中並未被支持，

交叉網絡與政治兩難不但詮釋衝突性的政治參與，也詮釋不具衝突性質的政治參與（例如投票與接觸官員），可能的原

因為：縱然有些政治參與種類，在非社會互動情形下進行，但是所有的政治參與都由社會建構，因此被人際網絡與政

治兩難所詮釋（Mutz, 2002, 849；Kenny, 1992）。重要的是，在 Mutz 的模型中，當「交叉網絡」、「政治兩難」與「衝

突避免」詮釋 1996 年總統大選中的投票行為，個別交叉網絡與衝突避免變項並未顯著，但這兩個變項的交互變項呈現

負的顯著，換言之，「衝突避免」本身不會抑制投票決定，只有在配合「交叉網絡」時才會抑制投票，這意味政治參與

行為，不見的無時無刻都促動個體心中那個害怕破壞和諧的按鈕，只有實際身處四面意見不一致時，衝突避免才顯現

詮釋政治不活動的一面。至此，從 1970 年代至 Mutz 兩千年後的研究，對於衝突避免與交叉網絡是不是只對互動性強

的政治參與有所影響？尚未有定論，本文遂有運用台灣資料來測試這兩種說法的動機。

倒因為果的可能性

總之，不管是交叉壓力，或者是衝突避免都指涉一個使人不去參與政治的原因：社會和諧。因為個體害怕破壞社

會和諧，或者為維持社會和諧，因而導致個體不去政治參與（Rosenberg, 1954-1955; Mansbridge 1980），Conover 與

Searing(1988)發現民眾深知政治討論的過程中可能會破壞人際和諧；Ulbig 與 Funk（1999）發現具有衝突避免傾向的個

體，傾向不去參與某些類型的政治參與。

然而，這裡有一個因果方向性的疑慮：到底是先避免衝突，才導致不參與政治，或者因為長期避免政治參與，而

產生喜歡和諧的人際關係？針對這個質疑，Mutz(2002,845)指出，在統計結果上各種政治參與行為，和衝突避免、政治

兩難呈現一致性的負相關外，她還認為長期「不去投票」或者「很晚做出投票給誰的決定」，並不會讓個體身處與旁人

政治意見和諧融洽的環境中，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至於另一個焦點元素「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的因果關係方向性是否有問題？則疑慮不大，筆者認為，說「個

體因為不去政治參與，因而身處與周遭人政治意見一致的環境中」，聽起來是反直覺的（counterintuitive），一定是先有

交叉壓力，才有政治不活動。

另一方面，政治活動充滿了衝突與對立，例如美國民眾對於政治的反感與缺乏興趣，來自於政治過程中充滿了嘈

雜之聲（Hibbing and Theiss-Morse, 1995, 2002），特別是美國國會冗長、充滿對立、缺乏效率的立法過程，因此民眾對

於政治過程中富含的衝突元素，不但促使民眾不信任政府，也使得民眾遠離政治參與（Ulbig and Funk,1999 引用 Hibbing

and Theiss-Morse 在 1995 年的研究，解釋衝突避免與政治不活動的關聯性,）。但 Hibbing and Theiss-Morse(2005,227)認

為，充滿衝突的政治過程本身沒有錯，好的公民需要認清政治總是在對立與折衝中擺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在 Stealth

4 Mutz 稱交叉壓力（cross-cutting exposure）所在的地方就是交叉網絡（cross-cutting networks），請見 p.840 與 p.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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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一書(2002, 182)中，Hibbing and Theiss-Morse 認為一般公民參與社會團體與進行審議式參與5，「不見得」能

增進集體決策品質（如投票結果）、增加政治治理系統的正當性，與增強公民參與者的素質。為什麼一般民眾進行審議

式的政治參與不見得管用？第一、如前所述，民眾不喜歡政治參與混亂與衝突的本質，自然不願進一步審議。第二、

鼓勵廣泛的社會與政治參與僅是物以類聚，參與過程中個體會往同質性，而非異質性政治立場的人去結社（也見

Berscheid and Reis 1998; Byrne 1997; Newcomb 1961; Boyden et al. 1984; Burleson and Samter 1996），反而造成社會隔閡

甚至對立（Hibbing and Theiss-Morse, 2005, 233）。這一系列的研究總結民眾不喜歡政治參與是因為其有衝突的本質，若

強迫大量的草根參與則對民主政治的發展不見得有利。

参、國內文獻
儘管衝突避免、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的研究，在國外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這些架構是否適用於台灣？

能否為國內政治學界開啟一條類似的研究道路？是本文關注的焦點，國內政治學界運用台灣本土資料，已經有一些初

步發現，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區隔「社會脈絡」與「個人政治討論脈絡」，發現個人政治討論網絡，較社會脈絡更能

預測投票行為；吳重禮、鄭文智與崔曉倩(2006)針對 2001 年縣市長與立法委員選舉，檢證「交叉網路」與「政治參與」

之間的關係，發現身處低度交叉網路的選民，會比身處高度交叉網路的選民，更會參加競選期間之政治活動與參與投

票。

林聰吉(2007)針對政治討論，也就是較容易受到交叉壓力抑制的政治參與種類做研究，他發現無配偶者，相較於

有配偶者，容易因為政治討論而產生的立場歧異，而對投票卻步；Liu(劉正山, 2006) 運用 2002 台灣民主化調查關於北

高市長的選舉資料，研究交叉網絡對｢投票改變｣的影響，他稱交叉網絡為人際網絡異質性(the heterogeneity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而將「投票改變」定義為｢上次與這次所投市長人選不同｣與｢所投的市長人選政黨背景與自

己支持的政黨不同」，他發現北高兩市選民面臨到人際網絡中，旁人政黨支持與自己不一致的時候，選民容易改變投票

行為；接續，Liu(劉正山)與 Chiu(邱師儀) (2011)運用台灣民主化調查 2006 年的資料，針對政黨背叛與政治棄權再做一

次檢證，他們發現交叉網路與政黨背叛的連結具有實證支持，但是交叉網路卻無法預測政治棄權(不投票)。

張佑宗與趙珮如的研究主軸，探討到底是「社會網絡」，還是「個人政治討論網絡」對於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影響

較大？作為國內政治學界有關於交叉壓力與政治參與研究的第一篇，他們的文獻多奠基於傳播學研究（2006, 9），並由

文獻探討中，延伸出脈絡是強加於個人身上的建構，但網絡是個人主動建構的假設，他們發現家人立場的不同的確造

成壓力，使受訪者不去投票，但是與鄰居政治偏好不同則沒有這方面的影響，「這可能是由於在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和

鄰居較無往來，鄰居的看法與家人相比沒有那麼重要」（2006,22）。

與政治立場不同的朋友以及同事的互動，也有抑制投票的效果，但是仍以家人的交叉壓力影響最大。張佑宗與趙

珮如突圍社會心理學與理性抉擇模式所產生的自變項較能詮釋政治參與的優勢，也以社會學變項-個人政治討論網絡與

社會網絡-來預測投票參與？結果發現政黨偏好的解釋力還是最強（社會心理學變項），但是「個人政治討論網絡」又

優於「社會網絡」來的能夠預測投票棄權，顯見社會學變項仍具詮釋力。值得說明的是，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22,

見表十二）僅用「家人與受訪者的政黨偏好不同程度」來代表個人政治討論網絡，而缺乏朋友、鄰居或者同事的政治

討論網絡，似乎不完整，很有可能是因為台灣民主化調查對於這些政治討論網絡的問題多採跳題處理，因此產生樣本

數不足的問題，所以才在模型中只採用互動頻率最高的「家人與受訪者的政黨偏好不同程度」來做測量。

吳重禮等人的研究(2006)與本文題目相近，但是該研究以交叉網絡之社會學變項，做為預測政治不活動的唯一焦

5 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給予的提醒與指導，Hibbing 與 Theiss-Morse 在該書第七章中，的確深入討論「一般民眾」進
行審議式民主是否產生優點的迷思？審議式民主在他們的書中，並不專指政治菁英間的政治活動，而是一般民眾也可
以進行的一種政治參與模式（deliberation among ordinary people, 該書第 172 頁），只是比起期望一般民眾投入審議的行
列，Hibbing 與 Theiss-Morse 更推崇代議士民主的運行（見該書第 216 至 2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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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變項，本文則除了該變項之外，還多了一個測量內心避免衝突的社會心理學變項，此外，本文在文獻探討的部分，

也多了一個從華人本土心理學「社會和諧觀」切入的文獻探討，吳重禮等人建構有序勝算對數模型（2006, 619），同時

控制交叉社會網絡、政黨認同、族群認同、統獨立場、政治功效與政治知識等變項，仍舊發現低度交叉壓力與 2001 年

縣市長暨立委選舉期間從事政治活動的程度；低度交叉壓力與 2001 年縣市長暨立委選舉投票參與，呈現顯著的｢正相

關｣，在結論中他們提及：

周遭的環境傳遞給他的是與其想法相左的資訊時，將使自己對於政黨、候選人、政治議題的判斷出現不
確定性，導致他減少政治參與的可能性，這樣的心理因素稱之為政治矛盾心理。另一種因素係社會責任
感，其使得選民在交叉網絡中，減少政治參與程度；亦即處於交叉網絡之下，個人所面對的問題並非是
該支持哪一方，而是面對諸多爭議在支持哪一方都會有人反對之下，為了追求網絡同質的人際和諧，迫
使個人拒絕表達自己的意見，因而降低了政治參與的動機（吳重禮等人, 2006, 623）。

儘管在此結論中，吳重禮等人提到了避免衝突的心理因素會降低政治參與的程度，但事實上他們只進行了外在環

境交叉網絡與政治參與的檢證，模型之中並未包括社會心理學變項，也就是衝突避免的變項，此外，吳重禮等人也未

理論化社會和諧詮釋政治不活動的關聯性，本文稍後補充。

林聰吉(2007)接續「社會凝聚」與「結構相等」的研究，前者指人們之間的政治影響力是建立在「親近」、「信任」、

「尊重」與「互相關懷」，因此個體不管是對親人或非親人，因為社會凝聚、相濡以沫，彼此之間的政治影響力通常很

大；後者則是出現在同一社交場所、居住同一社區、工作於同一機構的人們，彼此之間的政治意見也會趨於一致。林

聰吉認為(2007,4)，就算在同一社會結構當中的人，沒有社會凝聚的親近感，政治意見也不易趨於一致，社會凝聚與結

構相等互相補充，基此，他發現儘管配偶之間討論政治的頻率，沒有配偶各自與其他首要討論政治對象來的頻繁，但

是配偶之間政治意見同意度卻是最高的（比起如配偶與各自同事、朋友、鄰居之間的同意度）。他發現配偶之間因政治

立場歧異而產生的交叉壓力，會讓配偶放棄投票（幾乎達 p<.05 水準，林聰吉 2007,15）；無配偶者也容易因為與朋友，

鄰居、同事等政治立場歧異而不去投票，但無配偶者卻也同樣因為與朋友，鄰居、同事等政治立場接近而「提早決定

投票對象」。

林聰吉的研究顯示，交叉壓力在台灣的樣本上，似乎對於單獨為之的政治參與種類-投票-仍有抑制的影響，只是

對於無配偶者影響來得明顯一些，這點與 Huckfeldt（1979）、Giles 和 Dantico（1982），與 Ulbig 與 Funk（1999,269）

對於只有互動式政治參與才受交叉壓力影響的假設不符，但與 Mutz（2002）發現非互動式的政治參與如投票，也會受

交叉壓力的影響相符。不管國內，抑或國外的文獻，在政治不參與，與交叉網絡和衝突避免是否產生正相關，依該參

與是否具人際互動性質而定的面向上，所研究出來的結果仍舊分歧，再次說明本文就此進行檢測的動機。

肆、華人本土心理學的補充
前面提及 Mutz（2002）與吳重禮等人（2006）觸碰到以社會心理學-衝突避免-的視角來理解交叉網絡，這與用社

會學視角來理解交叉網絡是不同的，因此筆者投入這一部份的文獻充實。

對於衝突避免，或者說追求社會和諧的觀念，在華人心裡學中已有豐碩研究，華人的文化屬於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定義上包含幾個核心元素：｢我們意識、集體認同、情緒依賴、群體團結、共享、責任與義務、需要穩

定與預定的友誼、群體做決定，以及特殊主義｣(Hofstede, 1991；齊力，2003:115-45)，在華人社會中，強調人際和諧與

團結，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黃囇莉，2005: 533)；華人的集體主義，也可用｢社會取向｣(Social Orientation)加以理解

(楊國樞，1993)，華人在個體與個體的情感上，互相依賴並傾向壓抑自我與利益追求，個人在考慮他人感受的前提下，

形成｢自我的互依觀｣(Interdependent View of Self)，相對於西方社會以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為文化核心的｢自我的獨立

觀｣(Independent View of the Self)(Markus & Kitayama, 1991: 56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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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研究(Hsu, 1981)詮釋華人生活方式，明白將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定義為｢情境中心｣(Situation-Centeredness)，中

國人時時刻刻對於與他人互動所產生的環境動態保持敏感，以免吃虧或者方便得利，不管是從社會取向、自我的互依

觀、情境中心角度觀之，都可以看出華人是一個｢考慮他人｣的民族，而｢和諧｣遂為華人社會中顧慮他人所表現出最可

欲的一種平衡(黃囇莉，2005)，而和諧的內涵就是｢愛好和好、和睦、安和、崇尚和平、不喜歡抗爭、違逆、對立、競

爭、鬥爭｣(錢穆，1979；黃囇莉，2005: 529)，值得強調的是，集體主義構成元素之多，但其中之一包含「和諧」，這是

概念性的定義 (黃囇莉 2005；Leung, 1987 & 1988；Leung & Lind, 1986；楊中芳，1992)。

為從華人心理學的觀念重新認知一次｢和諧元素｣與｢政治不活動｣在理論上的鏈結，筆者引用華人社會｢虛性和諧｣

的分析架構(黃囇莉，2005)，假設廣泛的政治參與會破壞一定程度的｢虛性和諧｣，由於政治參與的場域如街頭抗爭、參

加競選造勢晚會、甚至是席宴間的政治討論，常常與不熟悉的人，或者是陌生人進行，因此密集的互動，反而容易破

壞華人習慣｢和而不同｣6，或者更精確的說，｢和而不接觸｣的冷淡平衡，此乃虛性和諧，更詳細來說：

虛性的｢疏離式和諧｣所揭櫫的是一種表面的和諧，這是在實性投契式和諧已然不可能的情況下，以保持距

離的淡然關係維持住一虛假的表面和諧，內心裡則不斷地退卻疏離，以求取一個對自我真誠的空間。通常，

當事人面對價值觀不合的人，或賦予負面評價(如不喜歡、不欣賞、不服氣或看不順眼)的人，為了避免衝

突，會以保持距離的方式，形式化的禮儀行為維繫一個淡然的和合關係。如果不幸與人發生衝突，疏離則

是最佳的關係休止符…｣(黃囇莉，2005: 549)

因此，華人的社會歧異不但不是重點，更是不可欲的，華人見到了政治場域中的歧異，為了避免明顯的輸贏並保

持社會和諧，會選擇和稀泥(楊國樞，1993)，同樣的，政治參與場域充滿太多的對立與直接衝突，不管在口頭上，甚至

是肢體上，所謂的｢虛性和諧｣也許提供一個在面對政治參與時的態度準則：就是疏離，因此和諧觀者會選擇政治不參

與，儘管稍早台灣的文獻探討建議，交叉網絡並不只與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如政治討論）與有關聯，也與單獨為之

的參與（如投票）有關聯，但從華人心理學｢和諧觀｣的部分來看，反而投票行為會因不需與他人互動而不易破壞和諧。

另一重點在於人際關係之中與誰互動？一起從事政治活動？是家人、朋友、鄰居還是同事？例如張佑宗與趙珮如

（2006,）用「家人與受訪者的政黨偏好不同程度」來測量個人政治討論網絡，也許感受到一般情形下，個體與家人互

動頻繁，是個具預測力的自變項。林聰吉(2007)對於個體與家人互動的部分也多所著墨，現代人生活忙碌，朝夕相處最

頻繁的是一星期工作五天的同事，與回家之後的家人（尤其是配偶與小孩），朋友偶而聚聚，鄰居之間較農業時代的互

動淡薄，也是不得不然的趨勢，因此筆者合理預測：與家人、同事與朋友之間因政治立場不一致而產生的交叉壓力，

較能詮釋政治不活動，與鄰居之間產生的交叉壓力則不受影響。

重點是，個體比較在乎與家人、朋友，還是同事之間的政治歧異？這在理論上比較難以建構，屬於經驗上的問題

（empirical question），有可能儘管朋友不若家人與同事常見面，但個體比較在乎是否與朋友之間，因政治立場不同而

產生不愉快？林聰吉（2007）的確發現個體首要討論政治的對象(如朋友)，比與個體的配偶，在政治討論的頻率上來得

高。而家人也有可能因為太熟了，儘管可能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疏於進行政治互動，例如政治討論，但不至於影響

到政治參與如投票的決心與意向。

與同事之間可能只是互動頻繁，但不見得交心，類似「熟悉的陌生人」，所以縱然政治立場不同，假設上也只是避

免就政治議題進行意見交換而已，但不會阻礙個體政治參與的意向。另一方面，由於衝突避免的心態上，如文獻探討，

可能廣泛性的對各種政治不活動進行預測，因此筆者也做此假設。

6 出自《論語·子路第十三》，註釋為｢能與人和睦相處，但不盲目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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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政治知識、政治效能、統獨立場、政黨認同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除了本文的兩個焦點變項之外，這裡簡述政治興趣、政治效能、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教育程度、性別與政治參

與之間的關係。政治興趣促成政治參與是一個直觀的說法，也就是心理層面的興趣轉化為參與行為，盛治仁（2005）

發現政治興趣高的人，會常收看電視 Call-in 節目；林瓊珠發現民眾若對選舉事務有興趣，其政治知識也隨之提升。

國外研究發現，政黨傾向與政治興趣成反比，獨立選民的政治興趣，會比政黨支持者低的多（Conway, 1991），由

於政治興趣與各種政治參與種類的關係密切，因此研究常將政治興趣當成廣義政治參與的一種，視其為應變項（例如

Wu 2003, 758 的作法），然而也有研究交叉壓力與政治參與的學者將其視為控制變項之一（林聰吉 2007），由於政治興

趣與政治參與關係密切，因此在後續的模型中控制政治興趣，有助於協助確定交叉壓力、衝突避免與政治不活動之間

的切實關連。

政治效能的定義為「民眾信任與支持政府，並認為自己具有瞭解與影響政治事物的能力」（Campbell, Gurin and

Miller，1954：187-189，也見黃信豪 2005, 2006），政治效能又分為內在效能感與外在效能感，前者指民眾認為自己有

能力理解政治事務與政治過程，後者指民眾認為政府對於他們的需求有效反應。國外研究發現政治效能感高者，能夠

導致較高程度的政治參與（Baker 1973；Pollock 1983；台灣的例子請見 Wu 2003）。黃信豪（2005）發現台灣民眾的內

在效能感，是民眾競選活動相當重要的基礎；而台灣民眾的外在效能感高者，則傾向支持執政黨，大致與國外的研究

發現一致，因此筆者期待內、外在效能感高者，參加政治活動的程度也高。

台灣特有的統獨議題，已是學界研究台灣民眾投票行為的焦點變項之一（例如陳陸輝 2000；盛杏湲 2002；鄭夙芬

2009）；也具有詮釋民眾參與政治的傾向，吳重禮等人（2006）發現在兩千年之後，由於陳水扁總統與民進黨的執政，

鼓舞了支持台灣獨立，或者傾向支持獨立的民眾去參與政治，對於支持統一者則無此傾向；然而 2008 年馬英九總統執

政之後，是否對支持統一的民眾也具類似激勵參與的效果（由於本文的資料選取是在 2008 之後）？值得進行觀察。

張傳賢與黃紀（2011）認為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不見得劃上等號，只藉由政黨認同的連結，族群認同與國家

認同才產生間接關係，他們還發現支持獨多於統的民眾，傾向支持綠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多於台灣人的民眾，傾向

支持藍營，顯見｢政黨認同｣詮釋台灣政治現象的有效性。

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20）比較「交叉網絡」與「政黨認同」對於投票與否的影響力，發現後者比前者，更穩

定有效預測投票行為；他們發現在 2004 年立委選舉當中，支持藍營者傾向去投票；支持綠營者則無此連結。吳重禮等

人（2006）則在 2001 年縣市長暨立委選舉資料中，發現支持泛藍與泛綠的選民，都傾向參加競選活動；林聰吉（2007）

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因此筆者假設政黨傾向越強，參與政治活動的傾向越強。

性別方面，女性相較於男性，對政治較沒有興趣，並且政治參與的程度也較低(Verba, Sidney, Burns, and Scholozman

1997 )，因此本文期待男性相較於女性，較傾向政治參與。國外的文獻發現，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有參與政治的傾向，

主要是因為正規教育潛移默化民眾參與政治的技能（Stone and Schaffner 1988；Keith et al. 1992；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與國外不同的是，台灣受高等教育的民眾，反而比較容易遠離政治參與（林聰吉 2007），建議了學歷較高者對

政治感到疏離的傾向，有可能是因為這個族群對政府的表現比較難感到滿意（陳世敏 1991；相關論述也見吳重禮等人

2006, 615）。總之，這些控制變項雖不是本文的焦點，但都是在研究台灣政治參與過程中相關變數。

陸、研究假設
基於文獻探討，本文有三項假設。

假設一：人際網絡的交叉壓力，驅動個體不去參與政治。

假設二：個體心中的衝突避免傾向，驅動個體不去參與政治。

假設三：與家人、朋友、 同事之間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產生的交叉壓力，會比與鄰居之間產生的交叉壓力，會來的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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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個體不去參與政治。

原則上，本文的主要論述為「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皆會導致政治不活動（或者說導致政治不參與），儘管

本文的假設一與二的用意，在辨別出這些假設的關連性，會不會因為政治參與具有人際互動性質而有不同？

在交叉壓力的部分，筆者期望見到的差異，主要是展現在「家人、朋友、同事」與「鄰居」之間，更細部來說，

家人與朋友所產生的交叉壓力所導致的政治不參與是最明顯的，但由於家人可能太熟，與同事可能只是公務往返卻不

見得交心，因此若與家人、同事政治立場不同，可能只是「不」交換政治意見，但不會影響到個體「最後仍要去投票」，

或者「心意已決放棄投票」的決定。

至於社會心理學面向的避免衝突傾向，Mutz(2002)用「政治兩難」來代表「避免衝突」的概念，發現與「單獨為

之」的投票行為呈現反比關係，也就是說，不管政治參與是否在社會互動情形下進行？避免衝突的個體傾向與各式各

樣的政治參與呈現反比，因此筆者假設：個體心中的衝突避免傾向，驅動廣泛的政治不活動。

質言之，這三組假設涉及到三個重點，第一、除了交叉壓力，還有衝突避免這個「政治不活動」的詮釋項；第二、

政治參與種類是否涉及人際互動，會不會造成差別？第三、與誰互動以進行政治參與，會不會造成差別？

柒、資料選取
筆者採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獨立樣本）｣（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or TEDS）之問卷資料(有效樣本數為 1238 份)，TEDS 資料之多，筆者只選取此年度資料，主要是因為歷屆 TEDS

多未｢同時｣列入有關「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的題目；或者是問到討論政治對象的問題，卻沒問到受訪者是否支

持不同政黨的問題，因此無法測試與鄰居/朋友/家人/同事支持不同政黨，是否導致不與他們討論政治的關聯性？

唯一同時問到「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的題目，還有 2001 年立委選舉面訪，該問卷包含「與誰討論政治議

題」與「討論政治的對象所支持政黨相同」兩個題組，可以構成交叉壓力測量，另方面也問到受訪者對於「大家的想

法應該一致，不然社會就會不安定」論述的贊成程度，與對於「在一個地方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

影響到這個地方的安定與和諧」論述的贊成程度，可以作為社會和諧觀的測量，不過這些題組距今已有 10 年歷史，因

此筆者決定採用較近、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

又由於 2001 年立委選舉面訪有關於衝突避免的題目，與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有關衝突避免的題目測量不

同，因此筆者難以進行 2001 年與 2008 年的「合併橫斷面資料」分析(pooled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另外，「2008 年

總統選舉面訪資料」有問到政治討論對象的問題，也問到有關社會和諧的問題，但卻沒問到受訪者與政治討論對象政

黨支持是否一致的題目，因此無法做到前述，去檢證｢政黨支持不同｣，是否導致｢政治不討論｣？比較優劣之後，筆者

決定使用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

當中有關於交叉壓力的測量題組包括：

您與您家人/朋友/鄰居/同事支持的政黨是不是相同？

答案有：1. 我與他們支持政黨相同

2. 我與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3. 他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

4. 我並不了解他們支持的政黨

由於第一個選項是均質的政黨支持，編碼為 1；其次為｢我與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編碼為 2；最異質性的為｢他

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編碼為 3；由於第四個選項提供資訊有限，因此編碼為系統遺失，如此編碼將這個｢交叉壓力｣

安排為順序變項。同時，與這個交叉壓力相對應的政治參與變項為｢政治討論｣，為：

請問您會不會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後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編碼為 4)、有時討論(編碼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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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討論(編碼為 2)、還是從來不討論(編碼為 1)，筆者將此政治討論變項視為區間變項，預計採用｢最小平方法｣(ordinal

least squares)，主因是此變項對於自變項的反應將更敏感。

至於本文另一焦點變項｢衝突避免｣，與外在環境的交叉壓力測量不同，屬內心層面，共有兩個測量：

第一個，當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其他家人不同時，有人認為：｢應該隱藏自己真實態度｣；但也有人認為：｢應該真

實的表達｣。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說法？前者編碼為 1，後者編碼為 0。

第二個測量為：由於台灣政治競爭激烈，請問您是否會擔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治立場，而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

要的困擾? 答案有四個程度：非常擔心；有點擔心；不太擔心；一點都不擔心，由左至右依序編碼為 4、3、2、1。這

兩個衝突避免測量，在模型中，將分別並列為兩個變項，與合併成一個變項來檢證（兩個變項間相關性為.22；p<.001），

如此一來，可以看出特定衝突避免測量是否能預測政治不活動？也可以看出合併成一個綜合概念是否有同樣的效果？

其中政治參與的種類，包含了有沒有在立委選舉中投票？有沒有投政黨票？延遲多久決定投票7？有沒有替候選

人向家人、親戚、朋友、鄰居、同事拉票？總的說，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運用在此研究的政治參與變項計有：

政治討論、投立委票、投政黨票、延遲投票、拉票等五種，惟如果筆者能測試其他政治參與種類，如「參加競選造勢

晚會」，則能更完整，不過由於該年度沒有包括這些種類政治參與問題，因此這五種為主。

況且這五種參與種類，已足夠用來判定個人為之（投票類）與互動為之（拉票、政治討論）的政治參與，是否受

到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的「差別影響」？

為預防焦點變項與政治參與之間的虛偽關係，在模型中控制了內在效能感，由「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有

任何影響力」，與外在效能感「政治有時太複雜，我們一般民眾實在搞不懂」與「政府官員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想

法」；其他還有「政治興趣」，也就是詢問「您對政治的事感不感興趣」的程度？「統獨傾向」以「統一」與「維持現

狀以後統一」兩個選項合併為「統一」，與「獨立」與「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兩個選項」兩個選項合併為「獨立」，來與

維持現狀作對比；「政黨認同」以泛藍或者泛綠對比「不屬於任何一邊」；其他還控制教育程度與性別，詳細的變項題

目請見附錄。

捌、結果分析
首先我們就社會互動性的政治參與-討論政治，來檢視其是否受交叉網絡的影響？表一呈現單因子變數分析（one-way

ANOVA），結果顯示，「受訪者與他們支持的政黨相同」、「受訪者與他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與「他們支持的政黨都不

相同」，在抑制政治討論的頻率上，展現由弱到強的程度，當然在與朋友和與鄰居討論政治的頻繁度上有些例外，因為

對於這兩種政治討論對象，受訪者感覺到｢自己與他們支持的政黨不同｣，並沒有比受訪者感覺到｢他們支持的政黨都不

同｣，而來得討論頻率高一些， 反而是低一些。

另一方面，在與家人和同事的討論政治頻繁度方面，交叉網絡弱到強的順序性則顯現無疑，儘管如此，從雪菲後測

可以看出，受訪者感受到朋友與鄰居與自己支持相同政黨時，會比起受訪者感受到朋友與鄰居支持的政黨都不相同時，

來得更容易討論政治（皆顯著在 p< .10 的層級），仍舊見到不同程度交差壓力所產生的不同效應。

[表一在此]

表一的結果也暗示了交叉壓力影響最鮮明，是在與家人及同事討論政治的時候，其次是對朋友與鄰居討論政治時，

符合文獻探討時，提及個體與家人和同事相處時間最長，上班面對同事，下班面對家人，幾乎佔掉整天的時間。此外，

個體與朋友完全一樣的政黨支持，比起和朋友之間的政黨支持全不相同時，對於政治討論的影響仍舊有差別。值得注

7 請問您何時決定投給該立委候選人？很早已前就決定；兩個月以前決定；一個月以前決定；兩星期之前決定；投票
前一兩天決定；投票當天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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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因為政黨支持的不同而導致不去討論政治，有可能只是面對歧異的政治言論環境，多談會遭來外在壓力，而

不願去談；但不願去談也不見得影響個體仍要挺身投票的決定，與要把票投給誰的決定，換句話說，交叉網絡在進一

步檢證前，仍有可能導致其他種類的政治參與。總之，表一建議交叉網絡的影響，在單因子變數分析的測試下，及尚

未控制其他變項情形下，有抑制政治討論的趨勢。

表二的模型對於交叉壓力與政治參與進行更全面的檢證，並且還加入另一個焦點變項：衝突避免，並控制政治

參與常見變項，包含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教育程度與性別。在討論結果之前，必須先說明

的是，由於只有受訪者「有效」回答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政治的頻繁程度為何之後，受訪者才能進階回答與家

人/朋友/鄰居/同事之間有沒有交叉壓立的問題？如果受訪者選擇「從來不與這些對象討論政治」，則這些受訪者就被要

求略過交叉壓立的問題而不需回答，造成許多遺漏值，這個情況尤其在與鄰居有關的問題上，產生許多遺漏值，在有

效樣本數為 1238 份的情形下，與鄰居討論政治的樣本數掉到 282 份，與鄰居支持政黨不一致的樣本更是掉到 168 份；

其他像與同事討論政治的樣本數也掉到 528 份，與同事支持政黨的樣本數掉到 368 份，若要以這些樣本進行統計分析，

在應變項為投票、延遲投票、拉票和與鄰居討論政治的迴歸模型中，樣本數依序掉到了 64、52、64 與 132 份，對於推

估母體恐怕失真。

為此，作者使用多重插補法（imputation）來彌補這個缺憾8，多重插補法的意義不在於找回原先遺漏值，而是希

望依照模擬（stimulation）的方式，產生有效的統計估計（Rubin 1987, 1996），其假設為「遺漏值的產生必須是隨機的」，

進一步來說，本文所用資料所含的遺漏值為 Missing At Random 或 MAR，也就是「因受觀察值影響而產生遺漏值，但

不因未受觀察值影響而產生遺漏值」的情形；因為有關於交叉壓力題組的遺漏值，由受訪者回答政治討論題組時給予

「從不討論政治」答案而來，研究發現（Rubin 1976），若出現 MAR 的問題時，若使用常見的「成批刪除法」（listwise

deletion）來處理遺漏值，會產生嚴重的估計偏差（Rubin 1987），由於 MAR 當中的遺漏值只是因為受訪者失去回答特

定問題的機會，因此不含特殊意義，適宜使用多重插補法來模擬原來的資料分佈。經過多重插補法，新的模型不但與

原先未插補前的模型在統計結果上差異極小，前述的複迴歸模型中的樣本數，也回到了 578 至 834 之間。

[表二在此]

表二當中交叉壓力對於各類政治參與的預測力顯得很零星，比較突兀的是與同事支持不同的政黨，反而導致投票

行為，與同事支持政黨不同也不會「延遲投票」與「放棄拉票」，顯見身處雜質的政治網絡環境，反而在工作場所激起

投票行為，就此發現而言，與 1970 年代在美國交叉壓力的研究相符（見 Knoke 1990）。另一方面，與朋友支持不同的

政黨，顯著地延遲決定投給哪一位立委候選人的時間（p<..05），也傾向不去為自己喜歡的立委候選人拉票（p<..05），

顯示了在與各種不同對象所產生的交叉壓力當中，與朋友之間的交叉壓力最能詮釋政治不活動。

一方面，與同事與鄰居間的交叉壓力無法讓受訪者放棄投票、延遲投票與向人拉票；另一方面，從表一到表二有

關於政治討論的部分，與同事與鄰居間的交叉壓力，反而降低受訪者與他們討論政治的頻率，這種關聯性在表二第二

部分控制其他變項後，仍呈現顯著。至少在 2008 年這波民調中，顯見民眾對於鄰居與同事若在政治立場上｢道不同不

相為謀，各行其是｣，也就不會討論政治，與同事之間的交叉壓力還會激起投票慾望，由此一方向推敲，頗有因為投票

是個人為之的行為，因此不需如討論政治一樣的互動，所以不受交叉壓力導致政治不活動的影響，與 Huckfeldt（1979）

與 Giles 和 Dantico（1982）等人對於社會互動 v.個人為之參與行動的分野的發現接軌。總之，與同事支持不同政黨的

部分，與本文的假設一不相符；但是與朋友支持不同政黨的部分，與假設一是相符的。

8如何處理遺漏值的問題，已有豐碩的研究，最新的文獻請見 White, I.R., P. Royston, and A. M. Wood. (2011). “Multiple
imputation using chained equations: Issues and guidance for practice.” Statistics in Medicine 30: 377-399. 與 Royston, P., J. B.
Carlin and I. R. White(2009). “Multiple imputation of missing values: New features for mim.” Stata Journal 9: 25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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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的第二個部分，不管是與家人、朋友、鄰居還是同事所產生的交叉壓力，的確都降低討論政治的頻率，而與

朋友支持政黨不同的部分，幾乎在 p<.10 的層級顯著，由於在表二第一部分，與朋友所產生的交叉壓力，導致延遲投

票與放棄拉票，符合假設一，因此有必要稍後進一步，探索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所產生的交叉壓力，和與朋友討論政

治頻率的關係。總體來說，交叉壓力抑制政治討論的效果，不管對誰都有一致的因果關聯性出現。

接下來是本文第二個焦點變項：衝突避免。衝突避免的變項由兩個題目構成：「當受訪者政治立場與家人不同時，

應該隱藏自己真實的態度，或應該真實的表達」與「由於台灣政治競爭激烈，受訪者擔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治立場，

而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的困擾的程度」，假設二為個體心中的避免衝突傾向，驅動個體不去參與政治，這樣的假設

在「立委投票」以及「延遲投不分區投票時間」兩自變項的部分未被接受。

但「衝突避免」這個合併變項，卻顯著地詮釋延遲投票給立委參選人的部分，但未在投不分區票的部分見到關聯

性，有可能是因為「政黨票」比起區域立委在社會上的知名度低很多。若將衝突避免拆開來看，選擇「當政治立場與

家人不同時，應該隱藏自己真實的態度（表中以「隱藏真實態度」表示）」的人，傾向放棄為自己喜愛的立委候選人拉

票。選擇「台灣政治競爭激烈，擔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治立場，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的困擾的程度（表中以「擔

心政治立場」表示）」的受訪者，傾向延後決定立委候選人投給誰的時間。

總體而言，若不考慮較引不起社會大眾注意、延遲投政黨票之應變項的話，衝突避免的變項只預測到了對立委的

延遲投票，與針對所支持立委候選人的拉票行為。另一方面，衝突避免與投票（立委）無統計上的關聯性，似乎建議

了：到了投票時刻，進了票匭屬於個人的秘密行為，與內心的衝突避免矛盾不大。另方面，如果衝突避免的確延遲了

對立委的投票時間，表二將衝突避免拆成兩個元素的結果建議，主因可能是擔心「自己或家人因外在政治環境競爭激

烈，而遭致不必要的困擾」，換言之，投票可能還是一個「個體為之」，並且與「衝突避免」不扞格的行為，但是當投

票的行為牽連到了個體擔心外界紛擾的政治競爭時，則會產生延遲投票的情形，譬如說某甲長期以來投給綠營候選人

的形象鮮明，旁人或多或少知道，那有可能某甲因為意識到外界的紛擾，而產生延遲投區域立委票的情形。

同樣的，拉票屬於互動性質極高的政治參與，不會進行廣泛性拉票行為（不只針對家人拉票）的原因，表二顯示

由「與家人政治立場不同時，應該隱藏自己真實的態度」所引起，綜合表二第二部分「與家人支持政黨不同，則傾向

不與家人討論政治」與「衝突避免的想法不會防止個體與家人討論政治」，筆者合理推測：與家人的政治立場不同，會

關閉對外拉票的心理機制，可能是由於避免衝突的想法發酵所致；但這個衝突避免的想法，不是針對家人，而是針對

外人；儘管與家人支持政黨不同，會導致不想與家人討論政治，但表二第二部份也告訴我們這不是由衝突避免所引起，

有可能只是沒有溝通的興致而已。

與家人和鄰居討論政治

以衝突避免(而非交叉壓力)來預測政治討論，結果更依對象不同而有不同，而且呈現很分明的區別，不管是以合

併變項，或者是分開變項的形式來呈現，衝突避免都無法詮釋「與家人討論政治的頻率」與「與同事討論政治的頻率」，

誠如文獻探討提及，家人可能因為太熟悉，所以內心裡的衝突避免，不至於阻礙到與家人討論政治的興致。

誠如前面所述，與家人支持政黨不同顯著地（p>.01）驅使受訪者避免與家人討論政治，顯示出與家人政治立場

不同，燃不起談話的動力，但不是因為避免衝突的內心憂慮。在未放進本文的模型中，筆者製造了一個「衝突避免（合

併變項）X 與家人政黨支持不同」的交互變項，結果發現交互變項未顯著，衝突避免也未顯著，只有「與家人政黨支

持不同」顯著在 p<.10 的層級，顯示「交叉壓力」詮釋「與家人討論政治的頻率」上，不因「衝突避免」的程度不同

而有所不同。

衝突避免也詮釋不了與鄰居的討論政治，與和家人政治討論部分類似，與鄰居支持政黨的不同會導致受訪者避免

與其討論政治，相當合理，但衝突避免的變項則與鄰居討論變項產生不了連繫，額外測試的交叉變項（也未放進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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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顯著，也許是因為鄰里之間的關係相對冷淡，如果說家人是太熟的而忽略的話，則鄰居則是因為陌生而在討論政

治的層面上忽略他們。

與朋友和同事討論政治

在討論「交叉網絡」的部分，提及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會導致延遲投票（立委）與拉票，筆者主張在政治參與的

過程中，與朋友的「相處時間」也許不若與家人與同事多9，但是重質不重量，表二第二部分雖然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

並沒有顯著，但是進一步的交互變項的測試卻呈現頗為有趣的關係，依照迴歸係數，方程式表現如下，在此方程式中，

不但交叉壓力（p<.01）與衝突避免(p<.01）的變項顯著，這兩個變項交乘的變項（p<.05.）也顯著。在控制表二有的其

他變項之後， 這三個變項仍舊顯著在.01、.05 與.10 的層級，可以說統計關聯性相當堅定。

µ y =2.14-.232(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162(擔心衝突) +.053(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x(擔心表達政治立場受困擾)

µ y =與朋友討論政治的頻率

[圖一在此]

由於交互變項呈現正相關，暗示｢與朋友支持不同政黨的程度｣和｢與朋友討論政治的頻率｣在｢擔心衝突｣為特定值

的時候，呈現正相關，圖一協助釐清這樣的關係，如果把受訪者依｢擔心衝突｣程度不同分為高、中、低組，圖一顯示

當「高度擔憂組」與朋友的政黨支持不同程度「由低到中度」的時候，反而逐漸增加與朋友政治討論的頻率，但是當

政黨支持歧異極大化時，討論的頻率就降了下來。「中度擔憂組」則是隨著與朋友政黨支持程度漸漸變大，而逐漸不願

意討論政治。「低度擔憂組」反而是在與朋友支持政黨支持差異還不大的時候，對朋友間的政治討論興趣缺缺，而政黨

支持差異極大化後（交叉網絡壓力極大化），交叉網絡激起了政治討論的頻率，既然這組名為「低度」擔憂組，即不畏

懼交叉壓力而談談政治，邏輯上也不難理解。總的來說，在研究與朋友間的政治討論時，內在的社會心理變項與外在

的社會學變項，起了交乘作用，也讓交叉網路與衝突避免是不是導致「政治不討論」？依不同情形而有不同的回答。

表二中「與同事間支持政黨不同」與「衝突避免」的變項，雙雙詮釋了避免與同事討論政治的結果，同樣的在額

外測試的交互變項中，前述這兩個變項並未呈現統計上的顯著，綜合前面發現與同事支持政黨不同，反而會導致投票，

可以說個體與同事的關係雖然因公務密切互動，但在政治討論的互動上，遇到不同立場的同事時，則是能避免談論就

避免談論；害怕衝突的心態，也讓個體傾向不與同事談政治；不過不說並不代表不參與，遇到立場不同的同事時，反

而激起在立委選舉票匭中投下神聖一票的決定。

至此，總結三項發現：

第一、 個人為之的參與活動（投票），似乎比起互動型的政治參與（拉票），較不受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的影

響，這點反而與 Mutz（2002）等人所做的研究有所出入。也對本文假設一與二產生端視參與種類而

決定是否支持的結果。

第二、 個體因朋友政治立場不同，傾向延遲投票、不去拉票、不與朋友討論政治，比起因同事、家人、鄰居

政治立場不同，更能預測政治不活動。與家人政治立場不同，則引不起討論政治的興趣，但這不是

因為避免衝突的內心傾向。身旁有立場不同的同事，則是避免涉入討論政治，但反而激起投票決定。

與政治立場不同的人做鄰居，則較不受影響。這個發現大致與假設三穩合。

9 在未顯示的描述性統計中，與家人時常討論與有時討論政治的受訪者佔 33.84％；與朋友則為 29.48％；與鄰居為 6.95
％；與同事為 22.13％。但這些資訊不代表個體與這些對象相處時間的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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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最不擔憂衝突的受訪者，反而在與朋友之間政治歧異程度由中度到強度時，增加與朋友政治討論的行

為，這種關聯性，也類似因同事政治立場不同而刺激投票一樣，這與交叉網絡研究一脈相承詮釋政

治不活動的方向有所違背，高度擔憂者則隨著與朋友政治立場極大時，而顯得不願意與之談論政治，

中度組則沒有這些區段上的分野。

至於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教育程度與性別等控制變項。

在表二當中有政治興趣者，傾向在立委選舉中投票；與在同樣選舉中投下政黨票；同時也不會延遲投票時間；傾

向拉票；傾向與家人、朋友、鄰居與同事討論政治，一如文獻探討，政治興趣是預測力相當一致且有效的自變項。內

在效能感與外在效能感在除了「政治討論」的政治參與項目，皆未達預測效果。外在效能感較高者則傾向與朋友與鄰

居討論政治；內在效能感即使在政治討論的部分也無法展現其預測力，可以說「認為政府會對自己需求有所反應的民

眾」，只有對半數政治討論應變項，展現作為政治效能感的詮釋力。

與吳重禮等人發現的相同（2006），傾向獨派的民眾在政治參與上，相較於維持現狀的民眾，較容易參與政治，

包含較易投立委票與政黨票，比較容易拉票與傾向不拖延投票時間；傾向統一的民眾，對比傾向維持現狀的民眾，則

無此連結。顯見偏獨派的民眾傾向在選舉代表時發聲的本質。政治討論則是一種特殊性質的參與，不但獨或統的傾向

與其不產生關連性，傾向統一者甚至不與家人討論政治，也許台灣獨立支持者，比較看重政治參與的行動性，避免「光

說不練」。

在表一的第一個部分，一般而言政黨認同是一個詮釋力強的變項，泛藍者傾向投區域立委票與政黨票；不但不會

延遲投票，還會替自己喜愛的候選人拉票；泛綠的支持者，則是不會延遲不分區投票時程，也會幫忙拉票。泛藍支持

者也會涉入廣泛的政治討論（與家人、鄰居、同事）；泛綠支持者，相較不屬於任何一邊者，只傾向與家人討論政治，

與「獨比統活躍」剛好相反的是，似乎「泛藍選民比泛綠選民還要活躍」，顯見政黨支持與統獨立場，在詮釋政治參與

時不必然一致的情形。

教育程度在參照小學畢業及以下的對比時，有學歷越高越不願參與政治的情形，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者，尤其有

這種政治不活動的傾向，大學畢業者不投票，也延遲投票；普遍不與朋友、鄰居與同事討論政治。可能由於台灣民主

離成熟尚有一段距離，學歷高者的政治品味較高，不易滿足政治現狀，也不易被政治人物動員而去參與；也可能因為

學歷高相對成就高，生活比較忙碌，因此無暇參與政治。最後，台灣男性並沒有比起女性在政治參與的部分更活躍，

除了男性比女性更會與朋友與鄰居討論政治之外。表二的各個模型中，依應變項為二元或者區間變項，則顯示 Pseudo R

平方或者是調整後的 R 平方，所有自變項詮釋應變項變量的程度，至低將近 7％，至高有 31％，差補法對模型解釋力

的提升，有顯著幫助。

玖、結論與建議
本文在交叉壓力相關文獻上，做了四點補充，第一、以社會心理學的面向來看交叉壓力，也就是加入了衝突避免

的變項；第二、為單獨為之的政治參與種類（主要是投票），是否不受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的影響，做了一次檢證；第

三、檢視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對於各種政治參與的影響，有沒有交互影響的關係？最後，與家人、朋友、鄰居、同

事因政治立場不同，所產生的交叉壓力，會不會影響到個體與他們討論政治的頻率？又個體本身對於衝突避免的心態，

會不會影響到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的政治討論的頻率呢？

為呼應前言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做以下簡短回答，首先，本文首次嘗試將國外有關於衝突避免的測量也納入模型

中，並同時與交叉壓力作為兩個詮釋政治參與的變項，發現衝突避免的社會心理狀態，對於個別為之的政治參與，主

要是指投票，並沒有影響，同樣的，交叉壓力也對投票棄權影響有限，符合了國外研究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直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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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型政治參與的發現，但也與 Mutz（2002）等人的研究不相符。就社會互動型的政治參與，主要是拉票而言，與家

人政治立場不同而衍生的衝突避免心態，的確會抑制拉票行為；在交叉壓力的部分，只有與朋友支持政黨的不同，才

會抑制拉票行為。

再者，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只有對與朋友討論政治時才會出現互動的關係，對低度擔憂政治立場衝突的人來說，

面對政治立場歧異極大化時，反而刺激與朋友討論政治的頻率，說明了言論的多元性，甚至衝突性，對某些群體而言，

並不會產生「寒蟬效應」，也就是為怕衝突而不敢說話的情況；尤其本文發現，「朋友」是個體在涉及政治參與行為時，

具有影響個體最終是否仍舊願意參與的一個重要對象，其重要性甚至不輸家人，與其他文獻（張佑宗與趙珮如 2006；

林聰吉 2007）在研究交叉壓力時，以家人為產生壓力的主要來源有些許不同。

而衝突避免的心態，也不是對於任何政治討論對象，皆有預測「不去政治討論」的效果，主要是對朋友與對同事，

個體可能因為畏懼政治立場不同所產生的衝突，而傾向不與他們討論政治。比較有趣的是，個體對於與同事與鄰居的

政治立場歧異，只會導致不與之接觸討論政治而已，並不會因此而放棄投票、放棄拉票，與延遲投票，對者兩種政治

立場不同對象，不去討論政治也不是因為衝突避免的心態所致。本文接續先前的文獻，加深並完整描述這些對象在交

叉壓力情形下，各自扮演何種角色？

當然本文也有許多可以加強的地方，不過這些部分多半來自於統計資料的限制性。第一，有鑑於 TEDS 的資料包

括，有時又不包括「衝突避免」的測量（TEDS 中常以民眾對多元意見的態度為標題置放這類測量），再者，有類似測

量時，問的問題又常不同，因此難以合併資料做處理，讓樣本數變大，既然 TEDS 陸陸續續已有四組衝突避免的問題，

筆者淺見以為能在大選年同時放個題目，分別為：

1. 「大家的想法應該一致，不然社會就會不安定」的贊成程度。

2. 「在一個地方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影響到這個地方的安定與和諧」的贊成程度。

3. 「當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其他家人不同時，應該隱藏自己真實態度，或者應該真實表達」的衡量判斷。

4. 「由於台灣政治競爭激烈，是否擔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治立場，而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困擾」的贊成程度。

同時有這四個測量，可進一步進行因素分析，產生信度更高的衝突避免變項。

第二、由於本文所運用的資料，為對立委選舉來自於立委選舉，有可能因為如此，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未能預測

相關的政治參與變項，由於立委選舉的受矚目性，沒有總統大選來的高，將來研究可以盡快對再做總統大選資料再做

檢證。第三、由於交叉壓力測量跳題的設計，讓許多從事交叉壓力的研究者，為整理資料後稀少的樣本數所惱，當然

資料差補法可以是一個合理的推估工具，但如果將跳題的部分拿掉，可以藉由面訪協助受訪者瀏覽相關題目，則樣本

數會更多一點；或者配合第一個改進方式，讓大選年問卷的衝突避免與交叉分析的題目都一致且完整，則可以藉由跨

年資料的合併來提高樣本數。

最後、需在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題目的同時，有加入各式各樣，尤其涉及到社會互動的政治參與的問卷題目，這

樣對照起個人為之的參與活動，如投票參與，則更能完整比較。政治參與是民主的基礎，儘管政治不活動可能也是表

意的一種方式，但若因為群體壓力，或害怕衝突而造成參與棄權的話，則吾人必須思考民主多元聲音，但多元聲音卻

又抑制民主必須的政治參與之間的矛盾，一個容忍異己，尊重多元，卻又樂意在參與中求同的公民文化，也許是台灣

努力不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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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一：｢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政治｣與｢自己與他們支持的政黨相同與否｣之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One-Way ANOVA)
與家人討論政

治頻繁度

平均數

與朋友討論政

治頻繁度

平均數

與鄰居討論政

治頻繁度

平均數

與同事討論政

治頻繁度

平均數

1. 受訪者與

他們支持政黨

相同

1.70 1.71 1.67 1.89

2. 受訪者與

他們支持的政

黨不相同

1.53 1.55 1.37 1.64

3. 他們支持

的政黨都不相

同

1.46 1.56 1.40 1.47

N 706 552 168 367
題目為：請問您會不會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

論（編碼為 3）、有時討論（編碼為 2）、還是很少討論（編碼為 1）？

雪菲後測（Scheffe post-hoc test）
家人方面：1>2 (p<.05)；1>3 (p<.01)
朋友方面：1>2(p<.10)；1>3(p<.10)
鄰居方面：1>2(p<.10)差點 p<.5；1>3(p<.10)
同事方面：1>2 (p<.05)；1>3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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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表：交叉壓力、衝突避免預測政治參與（第一部份）

自變項＼依變項 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不分區)
拉票

(立委)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交叉壓力

與家人支持政黨

不同

-.138 .150 .189 .140 .241 .135# -.113 .227

與朋友支持政黨

不同

-.170 .154 .330 .133* .158 .129 -.430 .201*

與鄰居支持政黨

不同

.186 .282 -.135 .223 -.166 .211 .348 .328

與同事支持政黨

不同

.394 .187* -.022 .154 .189 .149 .133 .245

衝突避免

隱藏真實態度 -.037 .185 .119 .172 -.009 .168 -.760 .315*

擔心政治立場 -.039 .090 .167 .084* .017 .081 .051 .132

(若合併變項) -.038 .072 .156 .069* .011 .067 -.111 .111

政治興趣 .358 .079** -.173 .073* -.312 .071** .565 .126**

內在效能感 .067 .081 -.015 .076 -.079 .073 .029 .114

外在效能感 .080 .056 .074 .050 .078 .048 -.005 .080

統獨立場

(參照維持現狀)
傾向統一 .228 .240 -.045 .211 -.130 .205 .214 .331

傾向獨立 .495 .234* -.624 .214** -.666 .209** .673 .336*

政黨認同

(參照不屬於任何一邊)
泛藍 .785 .214** -.723 .188** -1.278 .182** 1.508 .341**

泛綠 .087 .237 -.289 .228 -.865 .219** 1.203 .378**

教育程度

(參照小學及以下)
國初中 -.278 .377 .047 .298 .018 .290 .642 .487

高中職 -.625 .334# .174 .262 .162 .254 .486 .436

專科 -.708 .362# .438 .296 .395 .286 -.232 .516

大學以上 -1.26 .327** .836 .267** .775 .258** -.539 .466

男性 -.066 .173 -.129 .161 .076 .155 -.132 .253

常數項 -.674 .793 2.160 .661** 3.14 .639** -5.047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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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834 592 578 775

Pseudo R 2 或

Adjusted R 2

.078 .096 .191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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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壓力、衝突避免預測政治參與 (第二部分)
自變項＼依變項 與家人討論政

治

與朋友討論政

治

與鄰居討論政

治

與同事討論政

治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交叉壓力

與家人支持政黨

不同

-.090 .034**

與朋友支持政黨

不同

-.042 .029

與鄰居支持政黨

不同

-.097 .028**

與同事支持政黨

不同

-.204 .029**

衝突避免

隱藏真實態度 -.056 .042 -.068 .039# -.011 .021 -.070 .033*

擔心政治立場 -.008 .020 -.047 .019* -.004 .010 -.050 .016**

(若合併變項) -.019 .016 -.052 .015** -.006 .008 -.054 .013**

政治興趣 .166 .017** .149 .016** .076 .008** .121 .013**

內在效能 -.025 .018 -.006 .017 -.014 .009 -.021 .014

外在效能 .002 .012 -.025 .011* .073 .006** .001 .009

統獨立場(參照維持現狀)
傾向統一 -.120 .053* .049 .049 -.029 .026 .051 .041

傾向獨立 -.034 .052 .052 .049 .014 .026 -.011 .040

政黨認同(參照不屬於任何邊)
泛藍 .080 .045# .066 .042 .103 .023** .085 .035*

泛綠 .177 .054** .081 .051 .043 .027 .065 .042

教育程度(參照小學及以下)
國初中 .014 .077 .063 .072 .020 .038 -.101 .060#

高中職 .105 .068 .016 .064 -.031 .034 -.079 .053

專科 .104 .075 -.089 .071 -.060 .037 -.191 .058**

大學以上 .073 .067 -.199 .063** -.141 .033** -.249 .052**

男性 -.043 .038 .128 .036** .112 .019** .034 .030

常數項 1.258 .124** 1.403 .117** .910 .079** 1.906 .103**

N 836 836 836 836

Pseudo R 2 或

Adjusted R 2

.149 .170 .310 .232

資料來源：TEDS200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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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0.10 *：<0.05 **：<0.01

衝突避免之兩個測量題目，分別「當受訪者政治立場與家人不同時，應該隱藏自己真實的態度，

或應該真實的表達」與「由於台灣政治競爭激烈，受訪者擔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治立場，而使

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的困擾的程度」。

若合併變項為如果講這兩個測量相加起來，變成單一變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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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auth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October, 2011): 
Vol. 2, No. 19 
(peer-reviewed) 
與中山大學政研
所劉正山副教授
都在進行類似研
究，時而合作，時
而獨立研究。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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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列。) 

手邊三個與計畫相關之研究論文（其中一篇已發表）在寄出送審之前，都參加

國內的政治學學術論壇。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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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已有一篇因此計畫而產出的英文論文被接受刊登，為’’’’Network Heterogeneity, 

Partisan Defection, and Voter Turnout: Examine Theory with Empirical Data from 

Taiwan’’’’ with Frank C.S. Liu, Liu i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October, 2011): Vol. 2, No. 19 

(peer-reviewed)。另有有兩篇與此計畫相關之學術論文審查中，其中一篇為｢修改後再審

｣（台灣政治學刊），另外一篇將於近期內寄出（預計選擇選舉研究）。 

 

此次計畫結果學術成就在於，筆者從華人本土心裡學出發，與政治學界的「交叉壓力與政

治不參與」等研究接軌，並從社會心理層面提出交叉壓力（由於交叉壓力是外在的、社會

學式的變項）的另一種存在形式，也就是「衝突避免」的變項，補充政治學界此一領域的

不足，也發現實證的連結。 

 

社會影響方面，讓台灣社會審思我們的文化特質（和諧觀、集體主義）所產生出來的政治

結果為何？尤其在政治參與領域中的意義為何？此次研究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儘管不是

立即見效，但其對拼湊出華人文化的全貌，及政治意涵盡薄棉之力。 

 

接下來筆者再接再厲，在將來的研究中擴大政治參與種類的研究，並運用更新的資料與跨

年度的資料來做實證檢測，也希望在華人本土心裡中找到政治意涵更濃厚的元素，納入筆



者的研究體系。 

 


